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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 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形成新的分工,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 研究分工问题要到交易

活动中寻求答案。 在揭示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基于分工视角构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 年的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正从低水平起步阶段迈向加速发展

阶段,分地区的整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而增长速度呈现“中西部

高于东部”的区域格局。 对 2006—2018 年的中国农村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总体

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改进空间仍然很大。 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交易效率测度结果的

基础上,使用 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
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 1 单位,会
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 0. 141

 

9 单位。 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于或

等于 0. 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抑制作用,当农村交易效率越过门槛

值达到较高水平(即高于 0. 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
农村交易效率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U”型式的影响。 但是,中国农村交易效率尚未越过

“U”型门槛值,进一步提升农村交易效率短期内可能会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提升农

村交易效率、加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仍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

关键举措。 根据研究结论,从“持续提升农村交易效率、不断加大财税金融支农力度、有序推进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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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研究对于如何改善农村交易效率,进而全面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分工演化;交易效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316;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3-0061-16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紧紧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现代农业,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作为党的“三农”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客观要

求,是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分工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融合发

展的出现又必然导致原有的分工体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分工,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分工,分工和产

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 分工必然带来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易成本不断加大,研究分工问

题,就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交易成本也在研究分工的过程中变得明了[1] 。 作为一种源于分工

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一般以交易效率的形式表示,交易效率与交易成本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农村

产业融合的实质就是农村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缩短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

之间的距离、实现组织对市场的大规模替代,最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来使农民获益[2] 。
由此可见,深化分工、提升交易效率是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从现实情况来

看,一方面,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

不充分;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却告诉我们,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持续提升,取
得积极成效并焕发勃勃生机,这就造成了理论的现实“悖论”。 那么,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真实

水平究竟如何? 分工、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究竟有何影响? 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交易效率

下是否存在差异? 及时回应这些问题,对于以产业融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国外相关研究更多地隐含于农业产业

化的研究之中。 学者运用各国的经验数据证实,农业产业化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方

面具有显著作用,是解决农业生产要素严重过剩问题、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关键[3-6] 。 国内将分工、
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也不多见,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分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王栋认为,专业化水平分工和农业产业集聚是

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路径[7] ;苏毅清等进一步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是农业产业化的拓展和深化,类型相近的农业产业化组织通过集群,将产业化了的组织之间的分

工内部化,形成特定产业,在此基础上,几个类型不同的产业再进一步实现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即
农村产业融合[2] ;此外,王亚飞和唐爽[8] 、何劲和祁春节[9]研究发现,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促进了家庭

农场链条、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及延伸,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主要包括“融合行为—效果型” “融合效果导向型” 两种。 “融合行为—效果

型”强调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行为和效果两方面来构建评价体系,并进一步分解为农业产业链延

伸、农业多功能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农民增收与就业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 5 个功能指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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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具体指标。 这一方法由于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拓展应

用[10-12] 。 “融合效果导向型”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侧重于对融合效果的测度,分别将五大发展

理念设定为一级指标,并从制度、经营主体、产生新业态、资源环境、利益与资源共享等多维度确定

二级指标[13] 。 理论界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研

究。 主要集中在其与农民增收关系方面,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影

响,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来实现[14-15] ;农民收入增长又积极反向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间存在轻度不协调,具体表现为产业融合滞

后[16] 。 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借鉴,但现有研究始终未能揭示分工演进、交易效率影响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未涉及农村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鉴于此,本文将在阐释分工、交易效率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的前提下,从分工视角

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8 年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而实证检验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发展水平的核心变量

亚当·斯密最早对分工进行系统经济分析,提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等经典论述[17-18] 。 阿伦·杨格发展了亚当·斯密的

思想,用市场规模理解市场范围,并运用“迂回生产”概念,将分工效率放在了生产的迂回度提高基

础之上,根据杨格的观点,市场规模的扩张意味着生产迂回度的提高或分工链的加长[19] 。 杨格在其

论著《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中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因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

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20] 。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

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

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框架中,存在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当交易效率越高时,折中这种两难

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的水平也就越高,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21] 。 由此可见,交易

效率是影响分工发展水平的核心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22-24] 。 这正是构成本文的逻辑

起点。 国内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向国成等从宏观结构上把分工界定为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
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25] ,依据这一理论,本文将构建分工视角下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评价体系。
(二)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分工不断演化的产物,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农业产业

化集群、农业功能拓展、农业产业链延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为表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

向和必由之路。 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交易效率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途径来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单一线性的,而是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一方面,当交易效率较低时,交易效率会抑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

点,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交易成本会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只好选择自给自足模式,因为用专

业化经济来代替迂回生产效果的范围太窄[26] 。 “要想富,先修路,公路通,百业兴”,这句朴素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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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对修路致富实践的认可,也说明了农村公路、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中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 很多农村地区不缺资源,因道路不通、网络信号不佳、物流效率不高、
村容村貌不好等基础设施问题,导致农产品产销不顺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愿落户、乡村旅游

发展受阻、农村电商发展滞后。 与此同时,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也会抑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以教

育为例,长期以来,部分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高,农民从事特色加工业、
农村服务业的知识和技能不足,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欠缺。 在地方政府用于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资金一定的前提下,往往会优先选择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如此一来,
用于改进农村交易效率的财政涉农资金必然挤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资金,进而可能出现农村交易

效率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反而下降的现象。 综上所述,当农村交易效率处于较低的区间

时,即使交易效率提升,也会抑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当交易效率较高时,交易效率会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

点,当交易效率有些长进时,人们可以选择一个大一些的分工网络,使得折衷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生

产效果的范围扩大,迂回生产的链条个数增加[26] 。 农业产业化集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村电

商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不仅需要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期投入,还对社会化公共服务水

平有一定要求,换而言之,需要一定的交易效率作为基础前提。 而当具备这一前提后,随着交易效

率的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将会不断提升。 乡村振兴,人才为要。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得到完善,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会增大,年轻人更加愿意留在农村、投身农业,还可吸引返乡下乡

人员到农村开展创新创业,发展多类型农业新型业态,从而凝聚多方力量、推动各类人才参与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 基础设施的正向影响无需赘述,公共服务的促进作用亦是如此。 以农村金融支农

为例,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导致农产品加工企业对于农产品收购也相应具有季节性,短期内可能要

完成全年所需原料的收购,在一定时期内,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大,此时,金融机构若能创新农村

金融服务,为农产品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各环节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便可

迎刃而解,企业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户的带动作用就可得到进一步发挥。 综

上所述,当农村交易效率处于较高的区间时,交易效率的提升会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正向的促

进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区间存在

差异,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假设。 本文将利用门槛模型来验证假说,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存在某一个门槛值或临界值,当交易效率超过该临界值后,其进一步提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效

应由负转正。

二、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与比较

(一)评价体系

结合“分工是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这一命题,根据科学

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借鉴相关研究[10-12] ,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行为—效益”的 6 个维度,构
建由 15 个指标组成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如表 1 所示。

1. 劳动专业化

劳动专业化反映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内部的分工分业,直接效应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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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农村人均总产值,本文选取农村人均第一产业总产值为代表指标。 劳动专业化在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中表现为一村一品、一乡(县)一业的发展格局,以农业产业化集群为主要发展形态,考虑到

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当前农业产业化集群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本文选取农村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

总产值来反映农业产业化集群情况,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采用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总

产值表示。
2. 专业多样化

专业多样化是农业多种功能得到拓展的表现,反映了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程度。 鉴于大

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农村服务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是现阶段农业多功能性拓展

的重点领域,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与行政村个数比值、乡镇文

化站个数与乡镇个数比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值来反映专业多样化水平。
3. 生产迂回化

生产迂回化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全要素生产力随着中

间产品和生产链的发展而提升。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积之比表示农业机械化程度,是投入中

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迂回化的重要体现;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占比反映了中间消耗与全

要素生产力的关系;农村平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量反映了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情况。 本

文选用以上 3 个指标来反映生产迂回化水平。
4. 经济组织化

经济组织化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的发挥。 考虑

到设施农业的实施主体大多为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施农业占比

体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影响力;而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故本文选取设施农业占比、合作社占比作为经济组

织化的衡量指标。
5. 农民增收与就业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农民增收与就业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
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农民就业,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民

增收与就业主要反映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非农就业占比等指标。
6. 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必将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有利于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益还体现在城乡一体化发展。 本文选取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城乡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作为城乡一体化发

展衡量指标。
由于统计原因,2006 年之前的部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原始数据不可得,2018 年之后的相关数据

大多未公布,加上香港、澳门、台湾的统计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缺失,故未考虑这三个地区的研究样

本,本文的最终研究样本涉及 2006—2018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原始数据分

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城

乡建设统计年鉴》、全国温室数据系统和历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

以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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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行
为

劳动
专业化

专业
多样化

生产
迂回化

经济
组织化

农村人均第一产业总产值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 乡村人口数 正向

农村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
总产值

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 乡村人
口数 正向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占比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 / 行政村个数 正向

乡镇文化站占比 乡镇文化站个数 / 乡镇个数 正向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正向

农业机械化程度 农业机械总动力 / 耕地面积 正向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占比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 /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负向

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量 正向

设施农业占比 温室大棚面积 / 耕地面积 正向

农民合作社占比 农民合作社数量 / 乡村人口数 正向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效
益

农民增收
与就业

城乡一体
化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

本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量 / 上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农村非农就业占比 (乡村就业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 乡
村就业人数 正向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负向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负向

城乡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
资比

非农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 农户人均固
定资产投资额 负向

　 　 (二)评价方法

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利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可以避免因主观偏

误导致的权重偏差,熵值法因其科学性和客观性在经济学领域应用广泛。 具体步骤如下。
1. 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属性指标: yij = (xij - minx j) / (maxx j - minx j)
负属性指标: yij = (maxx j -xij) / (maxx j - minx j)
其中: xij 为第 i 个省(区、市)的第 j 个指标的原始观测值; minx j 、 maxx j 分别为原始数据中的最

小值和最大值; y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2. 确定指标权重

进一步进行同度量化,计算第 j 项指标中第 i 个样本的比重 P ij =yij /􀰐
n

i = 1
yij( i = 1,2,…,n;j = 1,

2,…,m), 其中 n 为样本(各省区市)个数, m 为指标个数;随后,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 k􀰐
n

i = 1

P ijlnP ij , k = 1 / lnn ;接着,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 g j = 1 -ej ,以及各指标 j的权重 w j =g j /􀰐
m

j = 1

g j , g j 越大,则该指标价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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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计算综合指数

先计算各样本 i 第 j 项指标的评价值 f ij = 􀰐
m

i = 1
w jyij ;再计算样本的综合评价值 F i = 􀰐

m

i = 1
f ij , F i 即所

求得的综合指数。 一般而言, F i 越大,表明第 i 个省(区、市)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

越低。
(三)评价结果与分析比较

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整体变动趋势

基于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 2006—2018 年中国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表 2 显示了 2006—2018 年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历

年平均值。 可以看出,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水平有显著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

指数从 2006 年的 0. 136
 

3,逐步提升至 2018 年的 0. 306
 

1,平均增长率达到 6. 97%。 这与 2006 年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密集出台密不可分。 2007 年、2010 年、2011 年、
2012 年的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10%,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农业部关于推

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意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的意见》《国务院关于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的组织实施,农村产业发展开始逐渐突破单一空间和

要素的制约束缚,农业产业化快速推进,农业在农村地区实现跨产业发展,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

趋势明显。
表 2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年份 综合指数 同比增速% 年份 综合指数 同比增速%

2006 0. 136
 

3 - 2013 0. 293
 

2 9. 036
 

8

2007 0. 153
 

6 12. 683
 

2 2014 0. 299
 

9 2. 302
 

5

2008 0. 158
 

2 3. 009
 

5 2015 0. 300
 

8 0. 302
 

3

2009 0. 161
 

4 2. 034
 

6 2016 0. 302
 

4 0. 516
 

1

2010 0. 196
 

8 21. 953
 

7 2017 0. 305
 

5 1. 036
 

4

2011 0. 235
 

7 19. 743
 

6 2018 0. 306
 

1 0. 194
 

0

2012 0. 268
 

9 14. 089
 

1

　 　 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来看①,如表 3 所示,样本期间,东部 10 省市的综合指数处

于相对较高水平,区域平均值达到 0. 336
 

4;东北 3 省紧随其后,区域平均值为 0. 310
 

3;中部 6 省区

域平均值为 0. 216
 

9,排名第 3;西部 12 省区市综合指数平均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仅为 0. 153
 

8。 分

地区整体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 2018 年,东部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

数达到 0. 393
 

7,相比 2006 年提高 0. 196
 

3,平均增长率为 5. 92%;东北地区综合指数由 2006 年的

0. 155
 

5 提升到 2018 年的 0. 371
 

4,平均增长率为 7. 52%,高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平

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8. 39%、7. 56%,明显要快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分地区增长速度呈现“中西

部高于东部”区域格局。 出现以上特征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较早,乡
村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较好,因而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76

①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四大经济区域分组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 东部地区包括北

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0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6 个省;西部地区包

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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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不断改善,产业融合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后发优势不断显现,因而增速已多年超过东

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但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的原因相类似。
表 3　 分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比较

年份
综合指数 同比增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2006 0. 197
 

4 0. 115
 

8 0. 090
 

7 0. 155
 

5 - - - -

2007 0. 223
 

3 0. 132
 

7 0. 102
 

4 0. 167
 

4 13. 127
 

7 14. 614
 

5 12. 810
 

8 7. 629
 

5

2008 0. 243
 

9 0. 135
 

3 0. 093
 

8 0. 175
 

8 9. 200
 

3 1. 990
 

5 -8. 401
 

6 5. 004
 

7

2009 0. 254
 

0 0. 132
 

7 0. 092
 

0 0. 187
 

7 4. 131
 

1 -1. 945
 

8 -1. 858
 

6 6. 774
 

2

2010 0. 299
 

8 0. 167
 

8 0. 114
 

5 0. 240
 

9 18. 054
 

1 26. 425
 

7 24. 445
 

6 28. 330
 

7

2011 0. 346
 

0 0. 207
 

0 0. 139
 

6 0. 309
 

6 15. 419
 

3 23. 357
 

3 21. 906
 

0 28. 538
 

8

2012 0. 387
 

6 0. 234
 

5 0. 154
 

7 0. 398
 

5 12. 025
 

7 13. 306
 

0 10. 818
 

7 28. 722
 

5

2013 0. 401
 

7 0. 259
 

8 0. 178
 

9 0. 455
 

2 3. 632
 

4 10. 779
 

4 15. 662
 

0 14. 221
 

2

2014 0. 407
 

9 0. 270
 

8 0. 189
 

9 0. 438
 

5 1. 547
 

1 4. 258
 

2 6. 100
 

2 -3. 678
 

9

2015 0. 407
 

6 0. 275
 

7 0. 197
 

8 0. 407
 

5 -0. 079
 

8 1. 797
 

4 4. 169
 

1 -7. 057
 

3

2016 0. 409
 

0 0. 288
 

1 0. 205
 

4 0. 363
 

5 0. 344
 

9 4. 497
 

3 3. 866
 

9 -10. 805
 

1

2017 0. 401
 

6 0. 294
 

8 0. 216
 

7 0. 362
 

4 -1. 819
 

3 2. 314
 

3 5. 472
 

4 -0. 304
 

8

2018 0. 393
 

7 0. 304
 

5 0. 217
 

6 0. 371
 

4 -1. 954
 

8 3. 302
 

2 0. 432
 

7 2. 503
 

6

　 　 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省域比较

表 4 报告了 2006—2018 年各省区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整体均值、排名、同比增速均值等

信息。 样本期间,天津、北京、山东、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吉林、河北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

平排名前 10。 除辽宁、吉林属于东北地区以外,其他省市均属于东部地区。 这主要是源于这些省市

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化水平、设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发展势头良好。 天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排名第 1,这得益于天津在劳

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经济组织化等方面优势突出,2018 年,全市 880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快速发展,总产值突破 3
 

600 亿元,逐步形成以粮油、肉类、奶制品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加工体系;全市

共有 213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
 

282 家农民合作社、443 个家庭农场,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

引 70%以上普通农户进入产业化体系,带动农民向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转型,有力促进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协同发展,逐步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北京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排名

第 2,但年平均增速却垫底,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初期,首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就相对较高,农
业高质量发展平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空间相对较小。 样本期间,海南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一

直位于东部末尾,甚至落后于部分东北、中部地区省份,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热带宝地”,盛产橡胶、
椰子、槟榔等热带作物,但海南的农村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偏低,这意味着海南的农产品加

工业发展水平低,加工副产物没有得到综合利用,可能的原因是海南的热带作物多以原材料或初加

工产品的形式销售出去,农产品附加值并不高,因此,虽位于东部地区,但海南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率却位居各省区市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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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宁夏、重庆、山西、陕西、新疆、青海、云南、甘肃、西藏、贵州等 10 省区市的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除山西属于中部地区以外,其他省区市均属于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农业资源

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较

为突出。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山川秀丽、资源富集,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

地理环境和天气等因素。 贵州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其中 92. 5%的

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而且气候不稳定,灾害性天气种类较多,干旱、秋风、凌冻、冰雹等频度大,对农

业生产有一定影响。 样本期间,贵州农业机械化程度、设施农业占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等多项指标名列末尾。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同比增速均值是各省区

市中最大的,达到 12. 22%,远远高于各省区市的平均值 8. 05%。 其原因主要在于:近年来,贵州加

快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大力发展了特色优势产业,做强粮食产业、生态畜牧业、精品果

业等 9 大类主导产业;同时加快补齐了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短板,仅 2018 年,新(改)建农村公路

8
 

172 公里,农村公路等级公路、硬化路面比例分别达 75. 4%、67. 9%,成为西部第 1 个、全国第 14 个

建制村通畅率 100%的省份;此外,依托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结合“四在农家·美

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创建一批山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开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寨突破

3
 

000 个,农家乐近 1 万家,2
 

422 个贫困村纳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的发展、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乡村旅游的提质增效,加速了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表 4　 各省区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比较

省区市 整体均值 排名 同比增速均值 省区市 整体均值 排名 同比增速均值

天津 0. 487
 

4 1 9. 340
 

7 江西 0. 208
 

5 17 8. 700
 

2

北京 0. 434
 

1 2 0. 291
 

0 湖南 0. 201
 

5 18 8. 387
 

8

山东 0. 398
 

2 3 8. 381
 

3 海南 0. 201
 

2 19 6. 055
 

4

辽宁 0. 395
 

3 4 5. 267
 

5 广西 0. 198
 

7 20 6. 150
 

2

上海 0. 380
 

8 5 2. 228
 

9 四川 0. 183
 

5 21 9. 196
 

6

江苏 0. 363
 

9 6 11. 150
 

7 宁夏 0. 181
 

6 22 6. 666
 

0

浙江 0. 305
 

3 7 5. 252
 

5 重庆 0. 172
 

2 23 9. 957
 

7

福建 0. 297
 

8 8 9. 492
 

5 山西 0. 171
 

1 24 6. 558
 

2

吉林 0. 296
 

4 9 11. 265
 

9 陕西 0. 168
 

0 25 11. 403
 

5

河北 0. 269
 

8 10 6. 372
 

4 新疆 0. 158
 

3 26 7. 905
 

4

湖北 0. 246
 

7 11 8. 518
 

4 青海 0. 134
 

3 27 8. 679
 

0

河南 0. 246
 

6 12 9. 482
 

8 云南 0. 115
 

6 28 10. 825
 

4

黑龙江 0. 239
 

1 13 9. 672
 

3 甘肃 0. 110
 

8 29 7. 983
 

9

内蒙古 0. 231
 

3 14 7. 447
 

0 西藏 0. 104
 

5 30 7. 356
 

7

安徽 0. 226
 

9 15 10. 582
 

5 贵州 0. 081
 

8 31 12. 222
 

3

广东 0. 226
 

0 16 6. 74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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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

上文基于分工视角,从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经济组织化等维度对中国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本节将实证检验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的影响效应。
(一)变量选择与描述

1. 农村交易效率

借鉴祁春节和赵玉[22] 、陈忠文等[27] 、李颖慧和李敬[28] 等有关农村交易效率的研究,本文从以

下 5 个维度、8 个指标来综合反映农村交易效率,如表 5 所示。
表 5　 农村交易效率的衡量指标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农
村
交
易
效
率

农村基础设施与交通水平

农村通信与电力使用水平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

农村金融支农水平

村庄内道路长度 正向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 正向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 正向

农村用电量 正向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正向

农村居民消费中交通通信支出占比 正向

农村居民消费中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比 正向

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 正向

　 　 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选取 2006—2018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为样本

测算农村交易效率,除前文所述的数据来源以外,农村交易效率指标数据来源还包括历年《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仍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图 1 显示了中国农村交易效率变

化趋势,反映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的总体发展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从 2006 年的 0. 219
 

2 逐步提升至

2018 年的 0. 254
 

2,平均增长率为 1. 24%,这与 2006 年以来,农村基础设施、交通水平、信息化水平、
教育水平、农村金融支农水平等逐年改进密不可分。

图 1　 中国农村交易效率变化趋势图

2. 其他变量

本文选取乡镇企业单位数(NTC)、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ARL)、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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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数(ACT)、农业及农村发展行业社会团体数(ISG)等其他可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

影响的变量,作为门槛回归模型中除农村交易效率以外的控制变量。
涉及的所有变量的选取、单位以及来源见表 6。 同时,表 7 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6　 变量说明

变量 含义 单位 来源

RII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 前文测算可得

RTE 农村交易效率 - 前文测算可得

NTC 乡镇企业单位数对数 个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ARL 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对数 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

ACT 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数对数 所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ISG 农业及农村发展行业社会团体数对数 个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表 7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II 403 0. 239
 

9 0. 128
 

6 0. 035
 

6 0. 671
 

6

RTE 403 0. 225
 

1 0. 109
 

1 0. 030
 

2 0. 678
 

7

NTC 403 11. 626
 

1 1. 552
 

0 6. 861
 

7 13. 937
 

3

ARL 403 7. 954
 

8 1. 405
 

1 1. 091
 

1 10. 479
 

4

ACT 403 7. 116
 

2 2. 061
 

2 0. 000
 

0 9. 916
 

6

ISG 403 6. 960
 

5 1. 175
 

2 1. 945
 

9 9. 743
 

0

　 　 (二)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

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农村交易效率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和拟合情况进

行初步判定,如图 2 所示。 从两者的二次拟合图来看,农村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

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并呈现出“U 型”特征。 即在农村交易效率较低时,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在农村

交易效率较高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详细的非线性关系研究通过 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

检验。

图 2　 农村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二次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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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门槛值回归结果

首先进行门槛存在性检验,以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在门槛效应存在时的具体门槛值是

多少。 表 8 显示了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其单一门槛通过了 5%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 因此,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为 0. 537
 

9。
表 8　 门槛存在性检验

门槛数 门槛值 RSS MSE Fstat Prob Crit10 Crit5 Crit1

单一 0. 537
 

9 1. 030
 

7 0. 002
 

6 32. 44 0. 043∗∗ 20. 898
 

2 29. 642
 

2 46. 892
 

7

双重 0. 099
 

2 0. 998
 

0 0. 002
 

6 12. 80 0. 159 17. 978
 

1 44. 973
 

8 85. 082
 

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2.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表 9 显示了门槛效应回归检验结果。 由于 Hausman 检验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固定效应更为合

适,故后续所有回归均基于固定效应展开。 回归的第一列是全样本普通面板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在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率均显著提高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

提高 1 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加 0. 141
 

9 单位。 表 9 的后两列显示了门槛模型回归

结果。 结合“斯密—杨格定理”,当农村交易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即低于或等于 0. 537
 

9)时,交易效

率的提升、市场规模的扩张无法支撑不同产业间的生产链融合发展,改进农村交易效率可能对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挤出效应,因而在农村交易效率提高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反而下

降;而当农村交易效率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即高于 0. 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是因为较高水平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专业化,
扩大了市场规模,形成一个较大的分工网络,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这也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

论假设,农村交易效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U”型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
国农村交易效率有了一定提高,但尚未越过“U”型门槛值,进一步提升农村交易效率短期内可能会

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提升农村交易效率、加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

仍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 此外,门槛模型回归的拟合结果分

别为 0. 571
 

9 和 0. 593
 

7,均高于全样本普通面板回归的拟合结果,说明选取门槛模型进行回归是合

理的。
从门槛模型回归的控制变量来看,乡镇企业单位数、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和农业及农村发

展行业社会团体数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主要是因为:20 世纪 80 年代初,很多国营企业通过

“星期天工程师”等形式,将人才、技术和资金带到农村,助推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成为农

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成为带动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和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乡镇

企业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此外,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健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稳步增

长,金融支持可以为创业初期的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提

供支持,还可撬动人才、技术、土地等资源要素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领域集聚,因而成为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另外,各类农业农村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等社会团体立足主导产业、追求共同

经营目标,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比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在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积极影响。 但是,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数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可能的原

因是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农民素质显著提升,各类涉农院校、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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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广播电视学校等主体在乡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的

作用发挥被弱化,因而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并不显著。
表 9　 门槛效应回归检验

变量 普通面板回归
门槛模型回归

RTE≤0. 537
 

9 RTE>0. 537
 

9

RTE 0. 141
 

9∗∗

(0. 055
 

5)
-0. 145

 

6∗∗∗

(0. 038
 

3)
0. 226

 

8∗∗∗

(0. 038
 

3)

NTC 0. 057
 

0∗∗∗

(0. 011
 

8)
0. 063

 

5∗∗∗

(0. 011
 

5)
0. 055

 

8∗∗∗

(0. 011
 

3)

ARL 0. 057
 

2∗∗∗

(0. 003
 

3)
0. 056

 

9∗∗∗

(0. 003
 

3)
0. 055

 

9∗∗∗

(0. 003
 

2)

ACT -0. 000
 

2
(0. 004

 

4)
-0. 003

 

8
(0. 004

 

3)
-0. 003

 

8
(0. 004

 

2)

ISG 0. 015
 

5∗∗

(0. 007
 

8)
0. 013

 

7∗

(0. 007
 

7)
0. 016

 

2∗∗

(0. 007
 

5)

Cons -1. 00
 

5∗∗∗

(0. 173
 

0)
-0. 991

 

1∗∗∗

(0. 171
 

3)
-0. 942

 

8∗∗∗

(0. 167
 

2)

个体效应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Hausmanchi2(6) 30. 97∗∗∗ 27. 88∗∗∗ 29. 53∗∗∗

R2 0. 562
 

9 0. 571
 

9 0. 593
 

7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下表同。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门槛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两个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于前文的门槛

存在性检验是基于 400 次自抽样,可能存在偶然性,故分别选取 1
 

000 次、1
 

500 次和 2
 

000 次自抽样

重新进行门槛存在性检验(见表 10)。 可以看出,不论是 1
 

000 次还是 1
 

500 次,抑或是 2
 

000 次自抽

样,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均未发生变化,即门槛个数和门槛值是稳定的。
表 10　 门槛自抽样结果

自抽样 门槛数 门槛值 RSS MSE Fstat Prob Crit10 Crit5 Crit1

RTE1000

单一 0. 537
 

9 1. 030
 

7 0. 002
 

6 32. 44 0. 049∗∗ 23. 198
 

8 31. 250
 

4 48. 370
 

0

双重 0. 099
 

2 0. 998
 

0 0. 002
 

6 12. 80 0. 170 19. 613
 

2 44. 925
 

7 92. 067
 

9

RTE1500

单一 0. 537
 

9 1. 030
 

7 0. 002
 

6 32. 44 0. 042∗∗ 23. 055
 

8 31. 083
 

7 44. 676
 

9

双重 0. 099
 

2 0. 998
 

0 0. 002
 

6 12. 80 0. 158 16. 588
 

5 36. 717
 

1 80. 200
 

9

RTE2000

单一 0. 537
 

9 1. 030
 

7 0. 002
 

6 32. 44 0. 035∗∗ 20. 992
 

0 28. 892
 

6 44. 500
 

3

双重 0. 099
 

2 0. 998
 

0 0. 002
 

6 12. 80 0. 156
 

5 17. 453
 

9 43. 806
 

8 86. 586
 

7

　 　 为进一步考察模型估计的稳健性和缓解变量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对核心解释变量农村交易效

率取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并重新在原门槛区间进行面板 OLS 稳健性检验。
从表 11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两期,农村交易效率与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相较于原模型的估计结果未发生较大变化,且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也未发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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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可以认为原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支持了所得结论的合理性。
表 11　 滞后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RTE≤0. 537
 

9 RTE>0. 537
 

9

L. RTE -0. 149
 

2∗∗∗

(0. 0384)
0. 225

 

7∗∗∗

(0. 039
 

1)

L. L. RTE -0. 134
 

6∗∗∗

(0. 036
 

3)
0. 195

 

5∗∗∗

(0. 036
 

4)

个体效应 Y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Y

R2 0. 574
 

9 0. 614
 

9 0. 595
 

9 0. 632
 

4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分工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发

展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分地区整体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格局,分地区增长速度呈现明显

的“中西部高于东部”区域格局。 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正处于低水平起步阶段

向加速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 第二,农村交易效率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交易效率的总体发展

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农村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短板和薄弱

环节,改进农村交易效率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从回归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下农村交易效

率显著提高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交易效率每提高 1 单位,会引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增加 0. 141
 

9 单位。 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农村交易效率较低(即低于或等于 0. 537
 

9)时,农村交

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抑制作用,当农村交易效率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即

高于 0. 537
 

9)时,农村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农业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

议如下:第一,持续提升农村交易效率。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加快农村公路、信息、物流、环保

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教育、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创新发展订单农业、股
份合作,强化工商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 第二,
不断加大财税金融支农力度。 统筹安排财政涉农资金,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投入;落实小微企

业税收扶持政策,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综合运用奖励、补助、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大对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财税金融支持。 第三,有序推进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城乡、区域、产业之间原有阻滞障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调
配好各种资源要素,实现产业和区域间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从而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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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new
 

form
 

of
 

labor
 

division.
 

There
 

is
 

mutual
 

penetration
 

between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studied
 

transaction
 

activities
 

in
 

search
 

of
 

answers
 

for
 

labor
 

division
 

problem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veal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effects
 

of
 

labor
 

division
 

and
 

transaction
 

efficiency
 

o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we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labor
 

division
 

theories 
 

which
 

is
 

use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06
 

to
 

2018.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hina􀆶 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s
 

moving
 

from
 

a
 

low-level
 

starting
 

stage
 

to
 

an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stage.
 

We
 

measured
 

China􀆶 s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during
 

2006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s
 

rural
 

areas
 

has
 

improved 
 

but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On
 

the
 

basis
 

of
 

measuring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we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on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using
 

Hansen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a
 

unit
 

increase
 

in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leads
 

to
 

a
 

0. 1419
 

unit
 

increase
 

of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threshold
 

effect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s
 

low
 

 i. e.  
 

less
 

than
 

or
 

equal
 

to
 

0. 5379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when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reaches
 

a
 

higher
 

level
 

 i. e.  
 

above
 

0. 5379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general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has
 

a
 

􀆵U 
 

shap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However 
 

China􀆶 s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has
 

not
 

yet
 

crossed
 

the
 

􀆵U 
 

threshold.
 

In
 

the
 

short
 

term 
 

the
 

increase
 

of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may
 

restrict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but
 

in
 

the
 

long
 

ru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transactions
 

and
 

increas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financial
 

support
 

to
 

local
 

governments
 

are
 

still
 

the
 

key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transactions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upport
 

to
 

farmer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the
 

market
 

system
 

in
 

an
 

orderly
 

manner.
 

This
 

study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transaction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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